
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7年 第25卷 第1期

前南非总统尼尔森·曼德拉曾说过：“如果你用一个人听

得懂的语言与他交流，他会记在脑子里；如果你用他自己的

语言与他交流，他会记在心里”。日常经验中人们常常能够

体会到这句话所传达的微妙信息：我们的心理感受会因使用

语言的不同而有所差异，这种差异在母语和外语的对比中体

现得最为强烈。大量的双语研究已为此提供了证据，使用不

同的语言会深刻地影响个体的认知、情绪和生理状态[1]。然

而，在现实生活中，人们会依据常识认为，使用哪种语言思考

并不会对决策结果产生什么影响，甚至从经验出发还会认

为，使用外语思考带来的困难或许会导致决定缺乏系统性，

从而降低决策的准确度。Keysar和其同事的研究则发现事

实正好相反，用外语思考会降低决策偏差，使个体更加正确

地权衡风险利弊。这一发现被 Keysar等人称作外语效应

（Foreign-Language Effect，FLE）[2]。

外语效应一经提出就引发了许多研究者的验证和探

讨。随着研究的深入，人们发现，该效应不仅表现在风险决

策上，还表现在道德决策与判断领域[3-5]。随着它表现范围的

扩大，研究者们也意识到该效应对人们生活的重要性。它不

仅为进一步探索语言与认知的关联提供新的视角，而且对个

体和社会来说也具备极其深远的实践意义。无论是国际会

议还是商业消费，涉及到使用外语的决策都有可能因此而受

到影响。鉴于此，本文回顾梳理了近年来有关外语效应的相

关研究，以帮助人们更深刻地理解外语效应，促进双语认知。

1 外语效应的概念

如前文所述，外语效应最早是由 Keysar等人提出的。

Keysar等人认为，外语效应是指使用外语进行思考会导致双

语者或多语者决策偏差降低的现象。他们在实验中改编了

风险决策中经典的亚洲疾病问题（Asian disease problem）[6]，

问题以收益或损失框架呈现给两组被试（在改编的亚洲疾病

问题中，收益框架下的材料为：选择A药物，200，000人会被

治愈；选择B药物，33.3%的几率600，000都能被治愈，66.6%
的几率没有人能被治愈。损失框架下的材料为：选择A药

物，400，000人会死亡；选择B药物，33.3%的几率没人会死

亡，66.6%的几率 600，000人都会死亡）。一般来说，被试的

回答会表现出明显的框架效应（framing effect），框架效应是

指人们在收益框架下表现出风险规避（更倾向选择A药物），

在损失框架下表现出风险寻求（更倾向选择B药物）的倾向
[6]。Keysar等人的实验结果发现，对于双语被试来说，用母语

呈现实验材料时，被试会表现出非常明显的框架效应，然而，

当使用外语呈现实验材料时，被试对方案的选择几乎不受框

架效应的影响。Keysar等人后续的损失厌恶实验也证实，用

外语呈现刺激材料时被试的损失厌恶（loss aversion）有显著

的降低，并且这一结果并不是随机应答造成的[2]。在这些研

究结果的基础上，研究者们提出，在面对风险决策时，双语者

或多语者使用外语思考能够更好地规避决策偏差，做出科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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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的决策。

由于双语者或多语者定义的复杂性[7]，研究者们专门区

分了表现出外语效应的双语者或多语者特征。Keysar等人

的研究认为，外语效应显著表现在那些外语熟练程度低于母

语，且外语通常是在课堂情境下习得的双语者或多语者们。

Pavlenko在Keysar等人的研究基础上，对有关双语差异的研

究进行了回顾和总结，认为当学习者具有以下特点时，更容

易表现出外语效应：（1）较晚（12岁以后）习得外语和（2）在非

浸入式环境（比如课堂）中习得外语[8]。

随着外语效应被研究者们不断验证和挖掘，其概念也在

逐渐扩充和发展，研究者们还发现，外语效应不仅表现在风

险决策领域，而且也表现在其他的决策领域以及道德判断领

域[3，5，9]。例如，有研究发现使用外语思考会使被试做出更功

利的道德判断[4]。由于在不同领域研究中，外语效应的作用

形式有所差别，因此目前尚无对外语效应概念的统一定论，

但可以较宽泛地概括为外语效应是指相较于母语，使用外语

会使人们的决策、判断结果产生差异的现象。

2 外语效应的支持证据

目前有关外语效应的支持证据主要集中在决策和判断

两个领域。首先，在决策领域，研究者们试图考察外语效应

的稳定性并且拓展外语效应的表现范围。Costa等人重复了

Keysar等人的研究，得到了相同的结果，即在外语条件下框

架效应明显受到了削弱[2，3]。此外，他们设计了一系列的实验

检验其他的决策偏差是否也会受到外语效应的影响，结果显

示在有关框架效应和损失厌恶的经济危机问题（financial cri⁃
sis problem）[10]，涉及心理账户（psychological accounting）的打

折问题（discount problem）[6]，体现风险厌恶（risk aversion）的

Holt-Laury 测试（Holt-Laury Test）[11]和模糊厌恶（ambiguity
aversion）的埃尔斯伯格悖论（Ellsberg paradox）[12]中，外语条

件下的被试较少受到直觉偏差的影响。

除了决策领域，研究者们十分关注外语效应在道德判断

中的表现。研究发现当面对道德两难问题时，例如经典电车

问题（Trolly dilemma）的人行桥版本（Footbrige version）[13]，被

试使用外语进行道德判断时会做出更多功利性的选择，即选

择牺牲一个人来拯救五个人[4，9]。Geipel等人为了拓宽道德

判断中外语效应的适用范围，让被试对一系列私人行为（例

如，兄妹乱伦）的道德败坏程度进行判断。在实验材料的描

述中，这些私人行为并没有对自己和他人造成危害（例如在

兄妹乱伦的例子中，兄妹俩都做了安全措施并且保证不会发

生第二次）。一般人们从直觉上会认为这些行为是违反道德

规范的，即便他们之后很难为自己的判断提出正当的理由，

这一现象被称为道德失声（moral dumbfounding）[14]。然而，

Geipel等人的研究结果发现，在外语条件下，被试做出了更

宽松的道德判断[15]。

随着研究的深入，研究者们也发现了外语效应发挥作用

的局限性。使用外语思考降低决策偏差似乎只限于情绪因

素驱动导致偏差的问题中，而在一些不包含情感成分的认知

测试上，例如认知反应测验（Cognitive Refection Test，CRT）

[16]，无论是使用外语还是母语，被试测试的结果并没有出现

显著差异[3]。同样在道德判断中的电车问题，比起人行桥版

本，转换轨道版本包含更少的情绪性内容，然而被试做出的

功利性选择在母语和外语条件下都大致同等的多[4]。

总的来说，当前的研究证实了在决策和判断领域，外语

效应是稳定存在的。鉴于上述研究中的被试来自多个国家，

也并不局限于某两种语言，因此在一定程度上，可以排除文

化因素的影响。与此同时，研究者也发现，外语效应的存在

需要一定的限制条件，即在不包含情感成分的问题中，外语

效应无法得以体现。可以说，决策或判断中的情绪性信息在

外语效应中可能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，所以有关外语效应的

发生机制都相对集中地在探讨情绪信息对人们决策的影响。

3 外语效应的发生机制

绝大多数有关风险与收益感知，判断和决策的研究都强

调双加工理论（The Dual-Process Theory）[17]，该理论认为，人

们在进行思考和推理时，存在两种不同的加工模式：一种是

分析式加工，它依赖于个体认知资源，具有系统性和规则性

的特点；另一种是启发式加工，它依赖于个体的直觉思维，具

有情绪性和自动性的特点。当刺激材料比较复杂，或大脑认

知资源有限时，启发式加工就会表现得比分析式加工更加明

显。大部分的研究者在双加工理论框架下，对外语效应产生

的机制给出了不同的解释。Geipel等人在试图解释道德判

断中的外语效应机制时，立足于双加工理论，提出了两种观

点：一种是控制加工假设，另一种是自动加工假设[15]。虽然

Geipel等人的研究支持道德判断中外语效应是自动加工的

观点，但这两种假设很好地总结概括了目前研究者们对已有

研究中外语效应发生机制的猜想和探讨。

3.1 控制加工假设
控制加工假设（controlled-processing hypothesis）的观点

认为外语效应来源于语言的具身性，不同语言由于习得过程

的差异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具身性。对于双语者来说，由于两

种语言具身性的不同，外语所包含的情绪性信息要低于母

语，使用外语进行决策判断时所伴随的情绪共鸣会减弱，从

而促进分析式加工的增强。也就是说，相比母语的具身性，

外语具有一种“离身性”[8]，母语到外语的转换可能会触发双

语者启发式加工到分析式加工的转变。这样便可以解释为

什么人们在使用外语时能做出更科学的决策以及对无害的

禁忌行为做出更宽松的道德判断[2，3，9]。

大量的研究都已证实，人们在感知母语和外语情绪性信

息时确实存在显著的差异。最早可追溯到100年前，弗洛伊

德和他的学生便发现双语来访者倾向于使用外语来表达淫

秽的词汇，讨论那些容易令人感到焦虑的性话题[18]。很多内

省研究也发现，在许多生活领域，例如表达“我爱你”，咒骂，

或者撒谎时母语会比外语带来更强烈的情绪感受 [19]。

Pavkenko在Keysar等人的研究基础上，对以往有关双语者情

绪信息加工差异的研究进行了详细的归纳，揭示了两个存在

内在关联的加工效应：第一语言优势和第二语言优势。这两

个关联效应同时促进了外语效应的出现。所谓第一语言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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势（First-language advantage）是指对母语情感加工自动化的

增强，以及对母语中情绪负载词的电生理活动的增强。第二

语言优势（Second-language advantage）是指对第二语言情感

加工自动化的减弱，从而降低了一些干扰效应的影响，并且

减弱了对第二语言负性情绪刺激的电生理活动 [8]。也就是

说，对于双语者来说，尤其是较晚习得外语的双语者和外语

使用者，母语和外语可能存在不同的“具身”程度，后期习得

的语言具有语义性，但缺乏情绪性，因此决策会受到所用语

言的影响。

语言具身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外语效应只在那些

较晚习得外语的人群身上表现出来[20]。童年早期的情感社

会化是一个把词汇、短语的音韵、形态与人类的视觉、听觉、

嗅觉等各种感、知觉相整合的过程，同样也是自传体记忆和

情绪信息相整合的过程。因此，随着人们的成长，一些词汇

会与积极的记忆联系起来（如蛋糕），一些词汇会与消极的记

忆联系起来（如蜘蛛），禁忌词汇和诅咒词则会与禁止和惩罚

联系起来。随着自传体记忆和情绪调节系统的共同发展，语

言获得了自传体和情感这两种维度。然而，对于一般的晚期

学习者，外语的习得通常是在语言教室这种脱离现实语境的

环境下进行的，这种环境并不能为感觉形式和语言的结合提

供机会，因此，个体发展出一些能够“言传”但并没有充分“意

会”的“离身”词汇[20，21]。除了习得年龄和习得环境，语言的习

得顺序、使用频率等也会影响外语“离身”的程度，从而表现

出用母语和外语决策的差异。如果外语被经常的使用，并且

是通过浸入式环境而非课堂环境习得，第二语言也会变得更

具情绪性，外语效应就不明显。很多研究者都认为，外语习

得和使用的环境是影响外语效应的十分关键的因素[21-23]。

Keysar等人的研究发现，几乎所有的被试都是较晚习得

外语的双语者或身处母语环境的外语学习者[2]。控制加工假

设便是基于这一“离身”认知角度，认为外语引发的情绪共鸣

的减少促进了启发式加工到分析式加工的转换，人们因此不

容易受到情绪信息的干扰，做出更具系统性的决策和判断。

Costa等人的研究也发现，随着外语掌握程度的提高，被试在

外语条件下对道德两难问题做出的选择会越接近母语条件

的结果，他们在外语“离身”认知的基础进一步提出了心理距

离（psychological distance）的中介作用，认为情绪信息的变化

通过拉长被试的心理距离促进分析式加工[4]。根据心理距离

的解释水平理论（Theory of Construal Level of Psychological
distance）[24]，既定情境可以通过不同层次的抽象水平予以表

达，心理距离的增长会帮助构建一个更加抽象的表达方式，

这种表达方式会减弱启发式偏差，增强逻辑思维过程[25]。外

语诱发的情绪反应较弱，从而拉长了心理距离，减少了问题

呈现时一些不相关信息（比如框架效应）的干扰，帮助建立出

一个理性加工过程中所需的抽象表现形式。

3.2 自动加工假设
与控制加工假设强调分析式加工相反，自动加工假设

（automatic-processing hypothesis）的观点认为，外语效应的产

生仍可能是因为启发式加工在发挥作用。其作用的机制在

于：首先，外语可能增强或者削弱了某种直觉反应；其次，这

一过程并不包含对分析式加工的转变[5，15]。

Hadjichristidis等人检验了使用外语对一些特殊事件（例

如“乘坐飞机旅行”，“气候变化”，“生物技术”）风险和收益判

断的影响，发现相比于母语条件，外语条件下被试做出了更

高的收益评价和更低的风险评价。同时，他们考察了被试对

这些特殊事件的情绪评价。这样做的目的是根据风险-收益

判断和情绪评价的关联度来检验判断过程中是否存在启发

式加工向分析式加工的转变。如果存在这样的转变，那么在

外语条件下，风险-收益判断与情绪评价的关联应该比母语

条件下弱。结果发现，在两种语言条件下，风险-收益判断和

积极-消极情绪都存在同样显著的相关。因此，Hadjichristi⁃
dis等认为这是因为外语呈现目标刺激增强了积极情感，削

弱了消极情感，使被试做出高收益、低风险的判断。如果整

体的情绪状态是积极的，那么这一刺激就是安全的，人们会

将其判断为高收益和低风险，反之则反。

外语效应影响的决策和判断（框架效应，风险决策，道德

判断）似乎都与消极偏差（negativity bias）相关联。消极偏差

是指人类对消极事件赋予的权重要高于积极事件[26]。因此

人们常常过度放大消极的后果，忽视积极的后果。外语效应

有可能降低了这种消极偏差，或者也可以说，它激发了积极

偏差。外语能够增强被试整体的积极感受的结果支持了这

一观点。对此，研究者们提出了两种可能的潜在机制：第一，

外语可能在自动加工过程中抑制了消极内容的同时增强了

积极内容，从而提高了整体的积极感受[27]；第二，外语可能偏

好激活积极内容，因为成人的社会交往，例如学习和使用外

语的过程中，具有积极偏差。

从自动加工假设的视角也可以解释道德判断中的外语

效应。如果是基于分析式加工的话，那么人们在外语条件下

做出判断的自信程度应该要高于母语条件，但Geipel等的研

究发现，虽然外语让被试做出了更宽松的道德判断，但自信

程度也更低[28]。所以说，道德判断中的外语效应仍有可能是

启发式加工导致的结果，但这并不是由于外语引发了不同的

整体情绪感受所引起的，而是外语减弱了对社会道德规范的

激活。人们所学习的关于社会道德规范的违反行为都是直

接或间接地来自母语环境下的社会交往。因此，母语比外语

更容易激活这些社会道德规范。研究者们认为用外语使双

语者不易受自我规范或者社会道德规范的限制，使他们更容

易侵犯别人 [21]。Gawinkowska等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，

他们发现双语者在将母语的诅咒词翻译成外语时需要使用

强度更高的词汇，特别是涉及到政治错误的诅咒词[29]。

综上所述，控制加工假设认为外语效应发生的机制是使

用外语时减弱的情绪性促进了个体启发式加工向分析式加

工的转换，使人们更加审慎地思考问题。自动加工假设则认

为启发式加工仍然在发挥作用，外语只是增强或削弱了某种

特定的直觉反应。Geipel，Hadjichristidis和 Surian最新的研

究同时探讨了两种假设的可能性，他们发现使用外语使人们

在道德评价中更看重行为的结果而非意图。相比于母语条

件，外语条件下的被试对“好的意图造成了坏的结果”给了更

低的道德评价，对“坏的意图造成了好的结果”给了更高的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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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评价[30]。如果认同“审慎思考意味着人们会更在意最终的

得失”这个观点，比如电车问题中的舍一救五，那研究结果可

以用控制加工假设解释，但如果认同“审慎思考意味着人们

会对意图和结果同样重视”，那研究结果也可以用自动加工

假设解释，因为在道德评价中存在结果偏差（outcome bias）
[31]。实际上，两种假设存在共同的根基，即人类通过一种情

境参照（context-dependent）的方式学习和储存个人经历 [32]，

这一观点与记忆的情境痕迹理论（episodic trace theories of
memory）[33]，编码特异性理论（encoding specificity）[34]，记忆的

特定语言自传体回忆理论（language-specific autobiographic
recall of memory）[35，36]和心理建构理论（psychological construc⁃
tivism）[37]的解释都是一致的。由于语言学习和使用环境的差

异，母语和外语在个体头脑中的表征方式、被赋予的情绪性

信息、对刺激的激活程度都是不同的，从而影响了人们的高

级认知加工过程。因此，外语效应发生的机制可能是多种因

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虽然目前控制加工假设和自动加工假

设的提出都有相应的证据，但实验材料和实验设计的不同使

结果之间很难进行比较，决策和道德判断中的外语效应似乎

也存在不同的发生路径。

4 小结与前瞻

自Keysar等人提出外语效应，已有大量的研究对该效应

进行了验证和拓展。总的来说，在决策和判断领域，外语效

应已经被证明是稳定存在的，虽然它的内涵还在随着研究的

深入而不断丰富。同时，在对外语效应内部机制的探讨中，

研究者们尚未达成一致的观点。外语效应作为一个较为新

颖的现象，有待更多的实证支持。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

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。

首先，外语效应的定义有待完善。当前，研究者们笼统

地把在风险决策、风险-收益判断、道德判断等领域中出现的

使用外语和母语导致的不同结果概括为外语效应。虽然外

语效应的核心内涵是使用外语思考使人们做出与母语有差

异的决策或判断，但这个差异性在不同研究中已表现为不同

的倾向。最初在决策领域中外语效应的定义是用外语思考

可以减少决策偏差，增加系统科学决策的可能，但在道德判

断中则表现为使用外语增加了功利性选择，或者更为宽松的

道德判断，然而这并不代表是“正确”的判断，有研究已经将

道德判断中的外语效应命名为道德外语效应（The Moral For⁃
eign-Language Effect）[9]。未来的研究需要对决策和判断领域

的外语效应进行更细致的区分。

其次，外语效应的实验需要进行更精细地设计与控制。

当前研究中变量的复杂性影响了外语效应发生机制的解

释。来自被试的变量，例如语言能力、学习环境、成长环境等

以及来自实验的变量，例如使用的实验范式、实验材料、实验

情境、被试心情和焦虑水平等，在不同的研究中差异较大。

这些因素都需要进行准确的测量和细致的考虑，这样才有利

于提高研究结果的适用性和推广性，并且为研究之间的比较

提供可能性。

再次，外语效应的发生机制还有待论证统一。目前的争

论主要来自于Costa等人的“控制加工”观点和Geipel等人的

“自动加工”观点。此外，决策和道德判断中外语效应的发生

机制似乎也并不相同。以往研究指出，决策速度、认知负担、

认知流畅性、情绪共鸣等都会影响到个体决策的结果 [22，38]。

有研究者认为使用外语导致的思维不流畅或许也会促进外

语效应。这种不流畅往往意味着决策有一定的困难性，暗示

人们需要更加仔细地去思考，促进分析式加工[39]。未来研究

应该考虑这些因素在外语效应中发挥作用的可能性。同时，

ERP，fMRI等认知神经技术的使用也能帮助研究者们进一步

探究外语效应背后的脑机制。

最后，鉴于外语效应的重要意义，今后的研究可以朝理

论和应用两个方向发展。在理论层面上，除前文所提到的对

外语效应机制的探讨，未来研究还可继续考察母语和外语的

差异表现及深层的原因，例如语言具身理论。此外，语言本

身的差异及其背后的文化因素或许也会影响着外语效应。

虽然已有的研究囊括了大量不同语种的双语者，但也有少数

并未发现框架效应下的外语效应[40]，而且，针对包含汉语的

双语者研究还很少。Chen等人比较了小样本的汉语-英语

双语者在决策行为上的差异，却发现这些双语者在汉语情境

下更少受到决策偏差的影响。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中西方

文化差异产生了影响[41]。另外，语言关联性假设认为，语言

影响非语言的认知过程，讲不同语言的人对世界的看法不同
[42]。汉语讲话者和英语讲话者由于语言差异，思维方式也不

同。因此，在中国文化情境下考察汉语-英语双语者的外语

效应显得十分有必要。在应用层面上，可以考察外语效应在

一些现实情境中的表现，比如平常生活中的决策和判断行

为，多语言环境下的国际裁定、法庭审判和广告宣传等[43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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